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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靝沅（Tian Yuan Tan）著、周睿译《逍遥与散诞——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

场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是原作者哈佛博士毕业论文英文版的中译本。在专著面

世前，作者曾发表论文《明中叶曲家康海资料的新发现及其价值》（董建、荣广润，2006：

179–196）、《康海后期南曲小令创作初探——兼论【浪淘沙】曲牌的几个问题》（陈庆元，2009：

1065–1076）等，后又编校《康海散曲集校笺》（陈靝沅、孙崇涛，2011）。因此，《逍遥与散诞》

乃是陈靝沅教授历年治学结晶，并运用布尔迪厄理论方法研究明代北方曲家场域所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 

本书勾勒明中叶北方主要“曲家圈子”（Qu communities）的历史形成过程，借助原始明清

刊本与钞本，以康海、王九思和李开先为中心，还原陕西、山东两地曲家圈子的历史语境，将

研究视野从文人个体扩展到与之有阶层联盟、地缘、共同兴趣、文类交流等联结的文人群体，

突出了明代中叶曲作原生语境的社交性和场合性。此课题在国内戏曲研究界与西方汉学界，尚

属首创。该著既裨益于明代戏曲史研究，亦启发这一时期相关文学史论题的探讨，例如在家乐

戏班、寿曲、私家班子刊刻传播戏曲集等文化现象的史料发掘上，独探骊珠、新见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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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以柯律格（Craig Clunas）、柯霖（Colin Hawes）为代表的社交互

动研究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开创的场域研究，在方法论创新方面贡献突出。

一是深化了学界对此一时期主流曲家作品生成、传播、接受语境的理解，通过文本细读和语境

重现，作者提出了诸如《沽酒游春》里“王九思就是（is）杜甫”（页 80），《王兰卿真［贞］

烈传》“模拟一次圈中文人雅集”（页 129）等合乎情理的判断。二是明确陕西、山东二地曲家

圈在明曲史上的地位，他们为本地内外、后世曲家圈子确立了新的文学样式和人格范式，即离

经叛道、逍遥散诞的群体经验和以散曲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创作形态；陕西、山东曲家场域是明

中期北方戏曲圈的杰出典型，上承明前期私人作曲之势，下启晚明江南文人戏剧热潮。三是陕

西、山东曲社与明中期诗文社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功能，对文体研究有借鉴意义。 

除上述史识、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陈著继承其师伊维德（Wilt. L Idema）的严谨学风，

在曲学著作文献考证上功力尤著。首先，本书体现出极强烈的底本和善本意识。陈教授通过实

地调研，借助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杜子美沽酒游春记》，重现了嘉靖本的结构和内容

（页 90）；参校古籍影印本和现代整理本，补足后者的排版缺漏（页 254n52）。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作者于台湾“国家图书馆”中，“新发现”了《浒西山人初度录》《沜东乐府后录》，依

此补充《全明散曲》失载曲家 13 人（见书末附录），辩正《全明散曲》系名吕柟之疑误（页

161–162）。这些文献学发现亦有助于本书评的论述，比如《沜东乐府后录》收康海所有次韵小

令，《浒西山人初度录》补全了《北宫词纪》未收录的康海寿曲，此二种文献有益于研究康海

曲家圈的社交情况。此外，作者还在考订圈子成员时严取标准，宁缺毋滥。凡此种种，都使得

本书具备极高的文献可信度和征引价值。 

陈著问世后，在域外汉学界迅速获得好评，明曲研究学者夏颂（Patricia Sieber）的评价颇

具代表性，其褒许陈著“成功地通过参与曲作活动而形成的曲家圈子来呈现曲创作、传播和接

受各个环节相关的创作群体全景，在材料运用上采用了诸多海内外新发现的、甚至不少是首次

被西方学界所注意到的原始文献”，标举出陈著的方法论与文献学创绩（Sieber, 2012）。遗憾的

是，目前国内学界对陈著的引介和述评尚与其成就不相匹配。书评仅见《戏曲社会学的型构与

实践——评陈靝沅〈逍遥与散诞：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李颖瑜，2023），

书评以引荐为主；而陈著的研究方法如“曲家圈子”、文类选择，以及考证结论，则反映到了

少量的同题单篇论文与学位论文里。因之，对陈著方法论的进一步补充和对话更显必要。 

一、对陈著场域“边缘性”的结构化讨论 

陈著研究的核心目标是通过重建以王九思、康海为代表的陕西曲家群和以李开先为文化领

袖的山东曲家群，证实“曲”这一文体在其中显现的“逍遥与散诞”的表述功能。例如作者认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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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以散曲和剧曲创作来寻求超然自适与离经叛道的生活的专属“风流

社”，是由一群不断在纾解官场失意、追求相互慰藉的受挫文人所独创的自许之地

（a world of their own）。（页 186） 

著者陈靝沅定义“圈子”的三要素为，“圈内成员的社会层级、彼此的空间联系、以及他

们共同的兴趣或价值观”（页 15），要之即身份、地域、旨趣。其中，最具场域向心力并体现认

同度和区分度的标准可能是“旨趣”，著者“把参与某种文类的写作视为融入某个‘圈子’”

（页 15），认为“创作曲作、参与曲社意味着对某种生活方式的体认，是区别于一般文人的独

家符号（distinctive signs）”（页 308）。此处提及的区判符号，即结语部分指出的“边缘的地位、

场域和自我世界”（页 326）。 

场域的区判符号理应贯彻至场域建构的主要环节，此外，在部分环节，陈著未能自洽地呈

现出“边缘”“逍遥与散诞”的区判特质，后者或许影响了曲家圈子的定性判断，因之值得深

入讨论、补充完善。我们可以按作者对“圈子”三要素的坐标线索来逐一考察并尝试作出文献

补充。 

（一）次要成员文化活动的场域占位 

首先值得考察的是曲家圈子的核心要素，即文化宗趣的形成与凝结。陈著主要将文学事件

处理为自发形成的过程，较少着墨于背后的价值建构和权力争夺，而这恰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

阐释维度。这里并非仅指视野的宽窄之别，而是意味着将论述重点，从以领袖为主导的同心圆

结构转变为集体运作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通过这种方法揭示不同成员的文学活动与场域性质功

能之间的双向影响，表彰成员们在“逍遥与散诞”话语建构中各自的贡献。 

按照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路，圈子成员曲作的存世数量可以反映其创作实绩，被收录数量、

唱和次数可佐证其文化影响力，成员相互间作序、品评则是话语权的表现，圈内成员之间相互

学习与品评，亦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贡献，值得区分这些文化实践的不同功用。例如，关于成员

作品的存世情况，多数成员仅存单篇于文化盟主的唱和集内，但康河的一首套数却被收入《北

宫词纪》，高应玘《醉乡小稿》有101首曲，张炼有《双溪乐府》收录203首小令，38首套数。

再如，成员间的互相作序与品评。由于李开先圈子成员更具民间性，文化资本比社会资本有时

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这与稍后将要论述的康海圈子形成对照。后者仅有张炼曾为《浒西山人

初度录》作序，而山东富文堂曲社中的袁崇冕、谢九容、谷继宗、高应玘、苏洲、王阶、刘北

滨、杨盈、姜大成、陈德安、夏文宪都曾为李开先的曲集《卧病江皋》《傍妆台》《宝剑记》等

作序。李开先《新编林冲宝剑记》卷首序与跋尾（李开先，嘉靖本：36b–37b），分别以苏洲和

姜大成的书法体与印刷体两种风格刊出，更体现出他对两位成员才艺的真诚欣赏。细绎文本，

还能发现曲社成员对“以曲为隐”的独特认识。例如高应玘自谓“余自蚤岁，僻性散逸，酷嗜

词曲”（高应玘，嘉靖本：卷首），这似乎显示出圈内成员对曲作隐逸性质的自我追认，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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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的集体文化氛围留下了珍贵证据。 

曲家圈子次要成员的文本流传情况劣于文化领袖，陈著认为“‘这群’文人参与阅读和写

作散曲，不过是因为他们生命中出现了‘这次’社交活动而已”（页 250）。只是，数量稀缺也

可能是经过选择的结果，更何况场域中的任何文化实践都不是一次性、孤立、静态的，它们在

相互关系中发挥了独特的占位与建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活动超出了布尔迪厄

理论的范畴，以文学的特有形式展开，包括赓韵、祝寿、同题书写、彼此唱和、相互作序、合

作编书等，这显示出理论本土化与对话的重要契机。 

（二）边缘者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贡献同构 

与次要成员文化功能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身份属性。著者意识到“对文学圈子的研究让我

们能够‘避免仅把抽象的个体作家当做文本生产者的观点’”（页 16）。只是，实际的个案研究

章节皆以康、王、李为研究对象，圈子其他成员的立场、成就、贡献被模糊处理，他们被概称

之为贬谪士人，其依附性高于功能性。然而，不同成员进入场域时，携带的社会资本量各异，

身份的“边缘”程度互歧，需要区分对待。学者李颖瑜即在其书评中指出，高官与李开先唱和的

现象，与陈著关联散曲之边缘与身份之边缘的总体判断相龃龉（李颖瑜，2023）。在此，我们

可以以陕西曲家圈为例，研讨场域不同成员的角色定位。根据陈著勾勒的圈内成员名单（页

157–164），我们可将其中身份可考者的历任最高官阶作出如下等级递序的排列： 

何瑭，南京右都御史（张廷玉等，1974：7256）；马理，南京光禄卿（张廷玉等，1974：

7250）；杨武，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九思，1997：203b）；东汉，南昌知府（康海，贾三强、

余春柯，2015：721）；康浩，嘉定知府（金宁芬，2004：269）；康河，赣州知府（王九思，

1997：265）；张炼，湖南按察司佥事（金宁芬，2004：278）；张治道，刑部主事（金宁芬，

2004：177）。此外，熊子修官居御史（王九思，1997：224），但由于检察权独立，需要单列。 

更重要的是这种身份分层对曲家圈子活动产生的影响。陈著统计出了陕西曲家圈子自寿与

祝寿曲目数量（页 165–170），翻检《渼陂续集》《醉乡小稿》《全明散曲》等相关文献，我们可

以把陕西曲家圈社交性献曲合计数据（包括寿曲、宴曲、节日曲、会面曲等应酬唱和制曲）累

加上圈内成员互作墓志铭（或传记）的数量，得到的作品数量按照降序排列，则依次为：张炼、

杨武、马理、何瑭、熊子修、东汉、张治道、康河，以及康浩、康梧、张伯赵各 1 首。查询

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数据库，次要成员与圈外社会人士的社交性作品（题咏、

墓志、书信、唱和等等）数量递序与此相仿。 

陕西曲家圈成员的社交性作品，无论是就场域内部或外延，其数量排序几乎与他们的官阶

递序重合，足以说明，尽管曲家圈子偏离于政治文化核心场域，但不同成员从中心地带携带而

来的社会资本、权力资本仍对场域结构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若说陈著原表乃是以编年方式将

曲作据量统计，正文又以亲属、友人、化名的身份标识为划分依据，此处的层级化分类方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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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为之赋予多维参照系（官阶递序、社交性献曲递序、次要成员的参与），将之还原为多重

势力累加的立体化场所，希望让场域的“边缘”性质得到更明晰的定位。 

国内前辈学者将元散曲作家分类为“达官显宦”“下层胥吏”“才人作家”，这种分类法在

此处或许仍然有效（页 64）。通过身份划分，可以明显看出陕西曲家圈具备较强的“退隐”特

征，他们多数集中在中等官阶，宦海沉浮能加深这些人对归隐与边缘身份的深切认识。例如，

张炼为康海所作的寿曲、序文中会“流露出他对官僚生涯的拒意”（页 178）。 

（三）地域边缘与文学边缘的同构 

陈著以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亲疏来划分主流与边缘，为陕西、山东两地的地域边缘性质奠定

总体基调（页 326）。但此种总体判断亦有值得完善之处，正如作者在李开先《傍妆台》案例中

指出的那样：“读者圈的确立并非必然基于共同的生活空间，超绝地理边界的虚拟圈子也能通

过散曲的传播、赓和和序跋来实现构建。”（页 238）地域与文化场域的同构存在更为复杂的模

态。 

一方面，地域文化的“边缘”对“中心”的反响在不同的文类中呈现差异，此点已在陈著

中得到暗示。例如，《宝剑记》与《傍妆台》，一为南剧，一为南曲，南方戏曲界对其评价有异，

折射出地域认同对不同文类的差异态度。另一方面，文化符号的认同有时比地域联盟产生了更

实质性的效用，或曰二者双向影响。例如，《傍妆台》乃李开先退隐抒愤之作，更易引起同处

身心“边缘”状态者的共鸣，包括“韦布孤穷”的韩儒（李开先，清钞本《中麓小令》：41b）、

“晚景孤村、僻吟诗解”的康浩（同前书：43b）、同时罢官的故僚欧阳铎（同前书：31b）、僻

居一隅的旧友江以述（同前书：41a），而张伟缺乏从政治中心退居后方的经验，即使他与李开

先同乡，此种“边缘感”却相对淡薄（同前书：34b）。因之，如何将地域限制的“边缘”放在

文学场的条件之中加以细致研究，是值得后续研讨的命题。 

（四）核心问题：场域“边缘化”的自洽性 

对地域、身份、旨趣凝结三个方向的考察与补充，显示出陈著在此次曲家场域建构中，既

有独辟蹊径的发覆，亦存在不经意的遗漏。本书评的探讨重心，聚焦于作为政坛高层、文化精

英、曲学领袖的康海、王九思、李开先，在“边缘”场域中的支配作用，似乎未及展开对场域

核心命题——“边缘”——的细致甄别、推敲和定性。包括作为“边缘”的低阶成员的话语参

与，以及边缘地域与边缘文化的场域同构异质、文化领袖与次要成员的权力结构等命题。我们

可以追问：若次要成员对“地域、身份、旨趣”三要素有不完全等同于文化领袖的理解，两种

层级的成员在“边缘”场域与其他场域的关系中发挥不同作用，我们应当怎样再度重审具备多

层结构的“边缘”文化呢？ 

对上述场域三要素的重新审定还显示出，曲家圈子的边缘文化并非一元的、孤立的、自足

的，它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源于群体和社会。我们注意到原书作者存在对场域自洽性的困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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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既是自愿自适的（页 42），又充满了与其他场域相对而言的展演性质和话语抗争（页 67、

71）。以下我们将引入布尔迪厄理论，对场域边缘文化的建构性作再度剖析。 

二、 布尔迪厄“文学场域”方法论的深入剖析 

布尔迪厄为文学场域研究指示了三重路径：权力场域与文学场域研究，文学场域内部研究，

文学场域惯习研究（皮耶·布赫迪厄，石武耕、李沅洳、陈羚芝，2017：334）。关于第一个方

面，陈著对文学场域的社交性、群体性用力最深，已如前引言所示。第二个方面，作者主要关

注场域的权力结构和符号资本。前者主要体现在对李开先凭借仕宦、财力、文坛资源而成为文

化盟主的分析（页 320–321），后者主要体现在对“符号资本”（原书指隐逸这种区判性符号）

的塑造。最后，由于明中叶曲学是本次研究的重点所在，与之相关的历时研究则留待后续探讨。 

利用上述布尔迪厄的场域结构理论和动力分析方法，我们或许能在陈著的基础上，展开进

一步理论建构与扩充。 

（一）文学场域的独立性与建构性 

在本书研究中，重要的环节是构建文学场域与政治场域的结构性关联以及二者之间的资本

转换。戏曲文学对于政治权力场域明显的依附性无需在此赘述。我们可以重点关注文学场域的

符号资本与政治场域之间若即若离的紧张关系。陈著认为隐逸符号作为区判性特征是自足自洽

的（页 42），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符号积累（页 44、308），前后的论述似有

欠圆融之处。 

布尔迪厄理论指出，符号劳动是一种“否定自己是经济资本的经济资本”（戴维·斯沃茨，

陶东风，2006：172n2），它“通过把利益关系转化为超利益的意义、把权力的武断关系转化为

事物的自然秩序而生产出符号权力。”（戴维·斯沃茨，2006：108）在本次研究所涉场合中，我

们或许可以将符号建构理解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行为”。 

被政坛放逐的士人在隐逸圈找到重新塑造自我形象的方法，隐逸符号与政治权力之间存在

相生关系，前者是一种看似无功利的利益追逐行为，它仍然发挥着维护现存秩序的功用。此原

则最突出的体现，莫过于政治场域与文学场域的分野、仕与隐的抉择、雅与俗的区隔，深刻地

烙印在士人的思维深处——尽管这种二元符号区分，在曲学场域中是以倒置的方式呈现的。例

如，原著注释暗示出，康海等人自我辩护的用语仍源自朱熹的“性情”（页 54n77、78）。所谓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抱大才者，暗老豪杰”频繁出现于他们的评价中，不仅康海曾发出

“尚当嗣为雅颂，以敷陈洪化，上媲商周之所载”的浩叹（康海，贾三强、余春柯，2015：

509），这样的声音在山东曲家圈亦反复示及（李开先，嘉靖本：卷首；李开先，清钞本《卧病

江皋》：卷首；李开先，卜键，2014：597）。 

曲学场域的成员其实并未逍遥于主流文化所塑造的思维框架之外，他们需要消耗精力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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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荒唐举动赋予主流文化的意义，这种思维方式也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产物。陈著由于论述重

心原因，有意悬置了政治场域的参照系。例如，他在回顾学术史将《沽酒游春》《中山狼》《王

兰卿真烈传》《宝剑记》解读为政治剧之后，把讨论重心转移到曲作的文学展演性，认为这是

曲家圈子创造的专属隐逸文学的世界（页 78）。或许此种纯文学视角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布尔迪

厄理论，后者主要关注场域对隐逸符号资本的建构与权力竞逐。 

遵循场域理论的逻辑，符号资本对于政治权力资本的依赖关系，可以回应上一章末尾提出

的“逍遥与散诞”场域是否自洽的问题。曲学场域与权力场域的互动，实是一个被建构亦内化建

构、再生产建构的双向过程。“边缘”不仅意味着在政治权力场域中遭受排斥，还意谓在文学

场域如何把“边缘”转化为自我区判的能力。在此需要追问的不是主体是否“自愿”，而是是

否“自觉”，后者指他们有意识地把握了在场域中的位置。曲家圈子的士人承受了“暗老豪杰”

的身份禁锢，但又不愿真的自绝于文人士大夫圈子以外，于是选择以逍遥散诞的边缘立场，一

面度曲征歌、文人雅会，一面自嘲自辩、以俗为雅，保持与主流文化的暧昧关系。这种对逍遥

与雅正两面的依违态度，解释了他们对主流士大夫文化的依附性及被建构特征。 

（二）曲家场域内部分层与跨圈层研究 

布尔迪厄理论的重要特征还表现在，他用“群体”代替“主体”，用“差异”“强弱”“占

位”等代替“优劣”。他认为即使是“二流作家”也构成了“经典作家”所在场域的意义内容

（布尔迪厄，石武耕、李沅洳、陈羚芝，2017：126）。在场域中没有至高和最终的仲裁，每种

角色都是通过对其他角色的区别来认知和建构自我。场域研究者将自身从主流身份、中心地域、

经典文类中抽身而退可能是不够的，这一研究或许还要求为场域内部的各个角色赋予同等的关

注度和曝光度，因为正是他们共同构成（而非仅是松散附和）了场域的话语范畴。 

陈著描绘了众多的曲家圈子场域与次场域，如果后继研究者将视野拓展至场域的各层级成

员，重新审视不同场域间的权力关系，或许能揭示权力运作更深层的逻辑。除上一章提及的陕

西曲家圈子的不同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分层外，还有更多圈层值得加以结构化的分析。例如，

陕西曲家圈子之外文士的祝寿曲与圈内人士的关系；陕西、山东后学与文学主潮的关系；李开

先百阙曲《傍妆台》在本地、陕西圈子、全国范围这三个层级中的唱和话语对比；等等。这些

不同的圈层或许将以陈著定义的“涟漪式波及”（ripple）的方式，共同参与建构曲家场域，并

深化中心场域的意义。 

在此过程中，中心场域并非凝定的意义来源，各个环节、角色为之产生意义赋能，形成相

互波荡的效果。在李开先《傍妆台》全国唱和一例中，陈著示及：“散曲的社交性书写不仅直

接取决于李开先的百阙曲本身，也有赖于接踵而至的次韵之作。”（页 246）李开先固然有作为

样板的源发性地位，但文本传播中的读者同样扩充了文本衍生力和影响力。此场域乃是去中心

的，这避免了本质主义的绝对建构，而为中心场域研究与“跨境研究”提供了深层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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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曲学场域的共时与历时建构 

据布尔迪厄场域动力学的思路，曲家圈子的生成不应该仅被理解成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一

系列文学事件，而更应该是一种占位行动，与共时和历时的文学场域产生动力关系、社会权力

关系，曲学场域中的文化资源、象征符号资源，才会真正转化为资本（戴维·斯沃茨，2006：

86）。 

历时坐标预示了场域的可能性走向，后继作者总是与前辈大家构成再选择、再阐释的关系，

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曾指出，文学作者“建构了一些谱系，是为了给现在的这些用词赋

予象征力量，因此，这些谱系是政治性大于学术性的。”（布尔迪厄，2017：314）陈著回顾了

明初朱有墩的“忠诚剧”、乐论家的修身治国观、曲作中的田园隐居传统，又提及了陕西、山

东二地后学的谱系追认，但这些论据与曲家圈子的关联并没有被描述成自觉性的谱系建构，曲

学世代的更迭更有赖于人寿长短，而非文学潮流相互推衍，这为后续研究留下深耕空间。例如，

关于陕西和山东曲家圈子的演替，陈著已经注意到了二者间的相互唱和、作序（页 237、244、

266），但尚未分析出前者对后者的态度，而这恰恰是两个场域更迭的重要的线索。正如《〈南

曲次韵〉序》（页 244–245）所揭示的，两个场域文化权力过渡的最主要原因是山东曲家圈子文

化资本的崛起。如，王九思在该序中谦称“君以强仕之龄、绝人之资、博洽之学，加以感愤激

烈之气，推山倒海，傲睨一世，凌驾千古，予老而衰矣，如之何其可及也”；又如李开先在序

文中，引用康海作南曲的先例为乔岱辩护，试图为北人作南曲赋予合法性（李开先，卜键，

2014：527）等等，都体现出两个场域更深层的文学承接关系。 

共时方面，布尔迪厄认为场域的定义需要从与他者的差异中去估量，场域之间通过相互区

分、彼此塑造的方式共存（布尔迪厄，2017：360）。陈著即初步勾勒了明代曲社相较于同时期

诗文社的不同文化功能。遵循该书思路，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学界方家后续作出更具系统性的专

题研究。譬如，李开先早年与“嘉靖八才子”仅论诗文，到以曲拜访康海、王九思，再到成为

曲坛盟主后仍把词曲视作“诗文之余”（页 313），将这些现象连贯起来看，是考察文类选择的

重要线索。由于汉学界对明中叶曲学研究尚处发轫期，这种对曲学思想的梳理亦能对明代其他

文类研究带来新鲜血液；同时，分析圈中成员诗学、诗作与曲学、曲作的不同实践，亦有益于

重估不同成员的文化影响力。 

结语 

陈靝沅著《逍遥与散诞——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的突出贡献在于首次

系统地还原明中期陕西、山东曲家圈子成员的整体场域，将研究视域扩展到群体性的文本世界，

代表了域外汉学界在建构在场语境和钩沉原始文献方面的成果。作为以布尔迪厄理论研究明中

叶曲学的首部汉学著作，陈著更有文献奠基和方法论启示意义，对本土的文学群体研究法而言，

具有“他山之石”的参考借鉴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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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布尔迪厄的理论，研究应当全景式、结构化地追问事件形成的原因和方式。研究者可以

借助权力场域与文学场域的对比分析，尝试为后者划定合理的边界，提供同质共构的参考意义。

在此基础上，有望通过身份、地域、旨趣等方面分析文学场域内部不同资本的总量和占比，揭

示“边缘”者文化贡献的场域价值、阶层差异，以及场域自洽性的双向建构特征。同时，场域

位置是不断斗争和再生产的过程，需要引入共时和历时的参照系，分析场域的内在生成动力，

这些恰是陈著关注的“跨文类研究”和“跨境研究”。我们可以期待，原作者以及各位方家能

进一步将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与曲学场域建构深度融合，为汉学研究和明曲研究界带来更多惊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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